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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技术扩散与经济转型:留学生对近代

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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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了首个近代归国科技类留学生履历数据库以实证评估这

一群体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结合1933年工业普查以及1857—1937年工业

企业成立数据,使用清代生员学额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利用府级横截面和面板回

归模型发现归国工作的科技类留学生显著增加了地区工业产值和新建工业企

业。机制分析显示,学习理工科专业、从事实业或投身研究的留学生对工业发展

影响最大,并带动了当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工业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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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为英国率先带来了持续的技术革新,并引发了经济转型(Mokyr,

2005)。自此开始,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技术成为推动一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

型的关键(Gerschenkron,1962;SquicciariniandVoigtländer,2015)。技术的扩散时常以

人为载体(Moseretal.,2014),特别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历史时期,人才流动对生产技术

的扩散可能更为重要。本文以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为背景,通过构建新的留学生数据库,
考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留学归国的科技类人才①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以此为

人才流动如何促进技术扩散和工业化进程这一议题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迫参与西方主导的第一次全球

化浪潮,以此艰难开启现代化转型。现代化转型需要与之相配的科学技术,但是,列强主

导第一次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的初级产品而非进行技术转移,
中国当时自身的科技教育也尚在萌芽,难以为工业化转型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给和知识储

备。在这一背景下,归国的科技类留学生作为当时极少数有机会直接接受系统现代科技

教育的群体,成为传播工业知识和技术的重要力量。案例研究显示,不少留学生对近代中

国的科学技术扩散和工业企业建设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周棉,2017)。与此同时,也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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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留学生作为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本身数量稀少,可能影响微小(舒新城,1927),也未

能使中国快速实现振兴(Wang,1966)。我们认为这一不同观察本质上与何种人力资本可

以促进工业化的议题相关:有观点认为以普通技术工人为代表的“一般人力资本”和以技

术精英为代表的“高级人力资本”可能对工业化有不同影响,前者对后发国家或许更为重

要。因此,通过考察近代留学生群体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本文还希望回答以下问题:对于

工业化初期的后发国家而言,作为“高级人力资本”(upper-tailhumancapital)的知识精英

群体,是否能促进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转型? 具体到近代中国,作为知识精英代表的科技类

留学生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发展? 如果确有效果,可能通过哪些渠道?
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近代留学生统计资料,本研究首先基于多种资料构建了近代科

技类留学生背景和履历数据库,共收录科技类留学生2574人,可以追溯其中每个留学生

的籍贯、教育背景和归国后职业经历,覆盖范围超过所有已知的汇编资料集。在实证分析

中,本研究首先考察近代科技类留学生对归国工作地工业发展的影响。结合1933年工业

普查数据,我们使用府级的横截面回归估计科技类归国留学生数目对当地工业产值的影

响。回归中控制了地理和气候条件、政治地位、西方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等干扰因素。回

归结果表明,当归国的科技类留学生数量增加1%时,当地工业产值将提高0.406%。为了

消除最小二乘法的内生性偏误,我们使用清代生员学额作为当地留学生数量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当留学生数量增加1%时,工业产值增加0.631%。安慰剂检验则

发现在没有留学生或距离通商口岸较远等不存在一阶段相关性的地区,生员学额对近代

工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支持了排他性假设。

我们同时使用近代新建工业企业的府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归国

留学生对工业企业建立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归国留学生数量增加1%时,该地区每年新

建工业企业数量增加0.1%左右。我们利用生员学额和年份交互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同样支持以上结论。

我们进一步探究了留学生对工业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理工

科留学生相对于农科和医科对工业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大;毕业于美国的留学生相比其他

国家的留学生对工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最后,我们将民国大学、科学团体以及专利数据

作为因变量,发现留学生显著促进了工作地的大学建立和专利数量增长,表明留学生可能

带来了知识外溢和工业科技的创新。综合以上结果,我们认为虽然由于历史进程的局限,

留学生并未完全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但是仍然从多方面推动了当时处于萌芽的

中国工业化进程。
本文与研究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文献紧密相关。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

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有重要作用(Gennaiolietal.,2013),人力资本可以推动

创新并引发技术进步。不过,近年来针对欧洲工业革命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以普通技术

工人为代表的“一般人力资本”和以技术精英为代表的“高级人力资本”:针对英国和法国

的研究认为,技术精英、“有用知识”和工匠社区对工业技术的发明和传播非常重要

(Mokyr,2005;SquicciariniandVoigtländer,2015);而对普鲁士的考察则发现以初等和

中等教育为代表的基础人力资本更为重要(Beckeretal.,2011)。这表明不同类型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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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何影响工业化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研究

发现身为知识精英代表的留学生有益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证证实了高级人力资

本在后发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性;我们同时发现,在近代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科
学教育仍处在启蒙阶段的时代背景下,留学生可能通过推动教育体系建设和技术创新等

方式促进新技术的扩散。这一发现表明,人力资本在后发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可能与一

国原有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本文发现留学生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这与移民如何促进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文献

相关。针对移民的历史研究已发现,政治环境变化引起的知识精英被迫迁移可能对接收

国的科学研究、创新和生产率产生影响(Moseretal.,2014)。本文的研究结论亦显示,留
学生可能通过吸纳和转化外国工业技术等方式促进先进技术在本国的扩散。

本文探索了人力资本和科技知识对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现代化转型是近

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工业化是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诸多学者针对近

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统计与核算(王玉茹,2005;关权,2018)。已有的量化历史研

究则考察了对外开放(Jia,2014)、政府政策(Boetal.,2023)、贸易冲击(Liu,2020)等因

素的影响。而现代工业诞生于西方,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的直接产物,技术和知

识的传播是其基础;但数据所限,目前尚无研究系统性考察科学技术与知识精英对中国近

代工业化的影响,仅有 Ma(2024)研究了儒家思想对近代工业的抑制作用。因此,通过研

究直接接触西方科技知识并带回国的近代留学生群体,本文也为现代化转型中科学技术

的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二、背  景

(一)近代的留学生派遣

19世纪中叶以前,中西方没有系统的知识交流渠道,科学知识传播相对隔绝。① 较为

系统的中西方交流始于19世纪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正视技术的落

后。为学习西方的军事、造船和制造等学科,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兴建现代兵

工厂并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即“洋务运动”),同时在容闳的建议下向美国和欧洲派遣官

费留学生,如1872—1875年派遣的120名留美幼童。这一时期的留学生规模较小,留学也

并非传统中理想的入仕渠道,导致普通民众对远赴欧美学习持怀疑态度,如留美幼童曾一

度招募困难,最终多来自容闳的家乡广东省。②

1895年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传出效法日本的呼声。1898年4月,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认为“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号召向日

本派遣留学生。1901年,为应对《辛丑条约》后的政治危机,清政府主动要求变法,颁布了

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1903年,张之洞奉命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将日本留

学文凭等同科举出身,同时规定归国留学生可凭借考试获得官职,成为奖励回国留学生的

①
②

耶稣会士曾是18世纪前中欧间唯一的知识中介,但雍正时期驱逐传教士中止了这一传播途径(Ma,2021)。
120个幼童中超过70%来自广东,超过1/3的人来自容闳的故乡广东香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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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依据。随着1905年科举废除,留学成为新的制度性入仕渠道,留日学生急剧增加,在
高峰时的1906年达到7000多人(周棉,1999,第591页),形成了“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活动”(詹森,1985,第342页)。不过,留日生水平参差不齐,大
量学生进入速成班;进入高校者大多学习师范、法政等科目,毕业人数不到出国人数的十

分之一(实藤惠秀,1983)。考虑到实业人才缺乏,而“英、美、德、法于武备、制造、农工商诸

学、各有专门,一时推重,比利时路矿工艺,素所擅长”①,清政府开始鼓励留学生赴欧美学

习武备、制造、农、工、商等专业。1905年9月1日,光绪皇帝上谕鼓励派学生赴欧美留学,
并号召人们自费前往。从此,各省各部开始派遣欧美留学生。清末时,公派留欧学生至少

在800人以上。
民国时期,政府对留学教育进行整顿,停止归国留学生考试,并于1916年公布了《选

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规范留学生资格和资助经费;当年,即有1084名官费生前往日本,

182人前往欧洲,131人前往美国。同时,留学生作为“镀金”的渠道也吸引了大量自费学

生。不过,与相对稳定的官费留学生不同,自费留学生常受政治经济影响而导致学业中

断,难以完整进行系统性教育学习并获得学位。如20世纪10年代的“勤工俭学”运动吸引

了大量留学生自费前往法国,但大多数未获取文凭;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物价飞

涨,迫使大量学生中断学业回国。
与此同时,赴美留学的人数在庚款留美计划的助推下稳步增长。1909年,美国将庚子

赔款用以支持留美学生,并于1911年成立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从制度上保证了留美生的

质量与数量。据统计,庚款留美计划从1909—1929年间输送了大约1300名学生赴美留

学(苏云峰,1996),1905—1929年间至少有110名中国学生获得博士学位。
在学科选择上,留日学生大量学习政治经济类社会科学,而留欧美的学生以学习工程

机械为主。据华美协进社调查,进入美国正规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中有六成取得学位,其
中过半为理工医农类学位;在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这一比例达到了68%(ChinaInstitute
inAmerica,1954)。

图1利用我们构建的2574位科技类留学生履历数据库绘制了1857—1937年间美日

欧留学生的每年归国人数,其中包含留美生1383人,留日生458人,留欧生733人。如图

所示,留美学生人数在留学潮后期比例逐渐攀升,且毕业归国工作的数量占到留学生群体

的半数以上。从籍贯看,归国留学生主要出自湖广、江浙、福建地区,这与这些地区首先倡

导留学生出国、通商口岸较多有关;而留学生归国后的工作地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北
京、天津、广州等地,与民国时期的工业和经济中心高度重合。探究留学生的归国动因,固
然因为政府政策要求官费留学生毕业后需回到该省工作规定的年限(舒新城,1927);但更

为重要的是,近代的留学生群体大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报国意识,无论官费还是

自费,往往能在学业完成后即刻回国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周棉,2017,第707页)。
如《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调查报告》记录了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的心理:“望中国之日

新,必不能不望留学生之日众……他日立中国之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

于廿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① 外务部、学务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载于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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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857—1937年历年留美、日、欧归国科技留学生人数

  注:基于本文构建的留学生数据库。

(二)归国的科技类留学生与近代工业化

多种记录显示,归国的科技类留学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主体:在19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国顶尖的252位科学家中,223名为归国留学生,占总数的88%(段治文,

2001)。当然,并非全部归国留学生都从事科学研究:我们的数据中共有工作记录3812
条,其中有37.3%在教育界工作,24.6%在公司工作,24.5%为政府官员,2.38%在各类职业

团体,这与其他历史统计等较为一致(如舒新城,1927)。因此,我们认为留学生可能通过

多种渠道影响近代工业化,包括引进先进的机器和科学技术知识、促进自主创新、创办企

业、传播科学知识以及推动政策变革等。附录Ⅰ提供了每种渠道的代表性案例。①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我们建立了1857—1937年的府级面板数据来衡量作为知识精英的科技类留学生对

工业增长的影响。研究时段的选取基于以下历史事实:近代中国第一位归国科技类留学

生于1857年回国参加工作,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则是在1858年建立(杜恂诚,1991);1937
年日本的全面侵华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工业建设环境。

(一)解释变量

我们使用1857—1937年间的科技类归国留学生人数作为解释变量。这一数据集的

构建基础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1934—1940年间对高校、研究机构及工矿企业内的理

工科及企业管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的全面调查。我们从中整理出1318名具有

①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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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履历的留学生。
由于资源委员会调查中只包含了工程类人才,我们使用马祖圣(2007)编纂的《历年出

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1840—1949)》补充收录了1228名其他科技类留学生的信息。由

于该书对留美生的收集较为全面但对留日欧学生有所遗漏,我们又从周棉(1999)编纂的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中收录补充了留日欧学生的名单和履历信息。
通过汇总以上三套资料中的科技类留学生信息,并使用《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

2007)等近代人物传记补全工作经历后,我们得到了覆盖2574名近代科技类留学生履历

的数据库,包括其姓名、生卒年份、籍贯地、出国前受教育程度、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及学校

专业、获得的学位资格①、回国时间、历次工作职业与内容以及起止时间。数据库中包含理

学348人,工程学1928人、农学155人,医学143人;其中学习机械、化工、电机、土木、矿
冶的留学生为最多,占总样本的49%。由于部分留学生的籍贯和工作地县级信息缺失,我
们将数据汇总至府级。

(二)被解释变量

我们使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覆盖范围最大的两套数据集来衡量近代工业的发展

情况。
首先,我们使用1933年县级工业普查数据衡量地区的工业发展和生产率。这是新中

国建立前唯一的工业普查,最终调查包含了2435家现代工厂(刘大钧,1937)。我们将数

据汇总至府级,与留学生数据相一致。
其次,我们根据杜恂诚(1991、2019)构建了1858—1937年工业企业建立的面板数据。杜

恂诚(1991、2019)报告了每家公司的成立年份、名称、地点、经营性质、注册资本等,是关于近

代中国工业增长动态最全面的记录(Boetal.,2023)。我们将原始数据按成立年份汇总到府

级,计算了每年每个府的企业建立数量。表1报告了主要解释与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要解释变量

截至1932年留学生数量(工作地) 245 13.92 61.85 0 576

截至1932年留学生数量(籍贯地) 245 8.882 23.48 0 235

每年留学生数量(工作地) 19845 1.131 11.13 0 397

被解释变量

1933年工业产值(万) 245 6.519 50.44 0 766.2

1933年机器持有量 245 11643 83804 0 1235657

1933年资本劳动比 86 813.3 1034 23.41 7308

新设工业企业数 19845 0.270 3.441 0 235

(三)控制变量

经济地理特征方面,我们构建了每个府到海岸线和主要通航河流的距离、地区面积的

① 由于有很多学生前往日本参加速成班(通常是几个月的初高中知识培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留学时间在一年

以上且毕业于大学专科及以上的留学生,以便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知识精英”更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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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到古代驿路和铁路线的距离,数据来自CHGIS(2007、2016)、Skinneretal.(2008)和
张雨才(1997)。考虑到农业条件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我们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全球农业生态区项目的作物适宜性数据(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

2012)计算了当时常见作物(棉花、茶叶、大豆、小麦和红薯)在每个府的平均适宜性。我们

还根据《中华矿产一览表》(赖继光,1912)构建了各府到矿产资源的最近距离,包括煤、铁、
铜矿。

政治地位对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分布十分重要。我们基于谭其骧(1987)
构建了该府是否为省级行政中心的虚拟变量以及每个府到当时首都的距离,并根据清代

“冲繁疲难”的县评级构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的虚拟变量,以“简缺”作为基

组。我们也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2013)和《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

2001)构建了包括近代起义与战争发生地。
工业基础方面,考虑到洋务运动会派遣留学生并对工业发展产生影响,我们搜集了洋

务运动期间各府的军事投资资本量(Boetal.,2023)。我们从《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

1990)中搜集了该府是否为历史纺织业中心作为传统手工业基础的度量。
为衡量西方的影响,我们计算了各府到通商口岸的距离,并控制了该府是否有租界。

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名单来自严中平(2012)。
人力资本的变量包括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新教徒人数以及明清时期的科学家数量。

我们使用1907年地区初等和中等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指

标,数据来自学部总务司的《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新教徒的数量来自Stauffer(1922)。
明清时期(1368—1840)的科学家数量来自李迪和查永平(2002)。附表A1报告了控制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 证 分 析

(一)横截面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府级横截面回归模型考察近代科技类留学生对长期工业发展的影响。
回归模型如下:

Outputip =βOverseasStudentsip +γXip +δp +􀆠ip
, (1)

因变量Outputip 是位于省份p 的府i在1933年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用以衡量20世纪

初的工业发展水平。OverseasStudentsip 是截至1932年在府i工作的留学生数量的自然对

数①。Xip 为控制变量。δp 为省份固定效应,􀆠ip
为随机扰动项。标准误聚类在府级层面。

表2报告了府级横截面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留学生变量的估计

系数为0.579并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留学生数量与1933年的工业产值正相关。
第(2)列至第(5)列逐步控制地理农业条件、政治地位、西方影响、工业基础和其他人力资

本,第(5)列结果显示,当地区留学生人数增加1%时,工业产值增加0.406%。

① 由于府级工业产值和留学生数量存在零值,在实际处理中,我们使用了原变量值+1再取自然对数进行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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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留学生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横截面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工业产值

(1) (2) (3) (4) (5)

留学生数量(工作地) 0.579*** 0.577*** 0.557*** 0.439*** 0.406***

(0.044) (0.044) (0.061) (0.066) (0.075)

省会 0.167 -0.173 -0.054

(0.324) (0.289) (0.307)

到省会的距离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到公路的距离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到铁路的距离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中缺” -0.020 -0.002 0.019

(0.105) (0.108) (0.122)

“要缺” -0.155 -0.116 -0.114

(0.105) (0.104) (0.115)

“最要缺” -0.006 -0.054 -0.062

(0.174) (0.161) (0.162)

发生起义或冲突 0.006 0.010 0.005

(0.017) (0.016) (0.017)

到通商口岸的距离 -0.000 -0.000

(0.000) (0.001)

外国租界 0.612** 0.707**

(0.301) (0.315)

手工纺织业中心 -0.004 -0.038

(0.119) (0.142)

洋务企业投资量 0.058** 0.060**

(0.023) (0.024)

初中等教育学生数 0.046**

(0.023)

明清科学家数量 0.006

(0.009)

新教徒数量 -0.042

(0.049)

观测值 245 245 242 242 215

调整后的R2 0.739 0.759 0.749 0.782 0.779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基本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注:基本控制变量为附表A1中列出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农作物适宜性。***、**、*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括号内为聚类在府级层面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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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表3中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由于因变量存在零值,基准回归使用

了加1后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方法。为考察结果对这一处理方式的敏感性,表3第(1)列和

第(2)列中采用反双曲正弦变换和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系数依旧稳健。第(3)列和第(4)列
考察结果是否受到留学生分布中极大值和零值的影响。考虑到民国时期江苏省(包括今

上海市)是人才集聚和工业发展的中心,我们在第(3)列中去除了江苏进行重新估计,回归

系数变动不大。第(4)列使用留学生数量不为0的样本府,得到的估计结果类似。我们进

一步检验自变量形式对结果的影响。第(5)列使用“是否有留学生”的虚拟变量代替具体

数量,结果显示有留学生的地区,工业产值平均高0.36%。第(6)列根据留学生数量的四

分位数引入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为1-2、2-3、3-14、14-576人),数量为零的地区作为

基组,来探究自变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留学生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增加,取
值在最高的75分位时留学生对工业的影响最大,表明留学生集聚存在规模效应。

表3 留学生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横截面稳健性回归

被解释变量:工业产值

反正弦

变换

泊松

回归

去掉

江苏

留学生

>0

是否有

留学生

留学生

分位数
籍贯地

机器持

有量

资本

劳动比

(1) (2) (3) (4) (5) (6) (7) (8) (9)

留学生数量(工作地) 0.491*** 0.931*** 0.377*** 0.475*** 1.464*** 338.788*

(0.089) (0.122) (0.080) (0.119) (0.246)(200.331)

D留学生数量(0,Q1) 0.153

(0.093)

D留学生数量(Q1,Q2) 0.301**

(0.142)

D留学生数量(Q2,Q3) 0.483***

(0.164)

D留学生数量(>Q3) 1.557***

(0.327)

D留学生数量(>0) 0.360***

(0.097)

留学生数量(籍贯) 0.209**

(0.082)

观测值 215 215 203 111 215 215 215 215 79

R2 0.772 0.9547 0.707 0.796 0.716 0.775 0.713 0.661 0.115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第(1)—(7)列因变量为1933年的工业产值(取对数+1)。第(8)、(9)列因变量为机器数量(取对数+1)和资本

劳动比。第(1)列对因变量进行了反正弦变换,第(2)列采用泊松回归,汇报了PseudoR2。第(3)列去掉了江苏地区样

本。第(4)列限制样本为留学生数量不为零的地区。第(5)、(6)列将留学生数量换成区分规模差异的虚拟变量,分别是

数量大于零以及介于各四分位数之间。第(7)列使用按籍贯地分布的留学生数量。每列均控制了附表A1中列出的所

有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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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列中,考虑到当地的工业发展程度也有可能吸引留学生,我们将留学生数

量的统计口径从工作地变更为籍贯地①,回归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第(8)列和第(9)
列分别使用地区工业机器设备数量的自然对数和资本劳动比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
果显示留学生显著增加了地区的工业资本存量,1%的留学生数量增长使得机器数量增

加1.464%和资本劳动比增加3.39。结合资本劳动比的统计量,此估计系数表明当某地的

留学生数量翻倍时,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约增加2/3个标准差。

(二)工具变量估计

以上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可能面临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第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和

工业集聚发展也可能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流入该地,这种反向因果会导致估计偏大。第二,
可能存在无法观测的地区特征变量同时影响到留学生数量和工业发展,例如文化和社会

资本等,对估计的影响难以确定。为了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清代各府生员学额

作为留学生数量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
生员学额即科举考试中每次可获得生员功名的学子数量,决定了该地“学而优则仕”

的学子数目。在清朝大部分时期,生员大多致力科举以追逐仕途;但清末科举竞争日益激

烈,清政府鼓励新式教育,对留学生赏予进士、举人各项出身②,不少生员开始选择留学作

为新的上升通道。1905年科举废除后,归国留学生考试成为唯一通过教育获得政府官职

的体制性途径。这些情况都使得原本预备科举出仕的人才转而出洋留学(Bai,2019),从
而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生员学额不得通过其他途

径影响工业发展。我们的回归中已经控制自然资源、政治因素、西方影响等可观察的因

素。在下文中,我们通过安慰剂检验进一步论证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第(1)列展示了第二阶段回归中留学生变量的估

计结果。估计系数为0.671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OLS估计存在向下偏误,即
在排除内生性影响后,留学生对工业发展的实际因果效应更大。由于一阶段F 统计量为

4.33,我们使用有效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为正且显著,
说明弱工具变量问题的影响较小。第(2)列展示了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生员学额的系

数为0.00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生员学额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第(3)列
进行约简形式(reduced-form)回归,估计结果同样为正且显著,表明工具变量的变化确实

会引起因变量变化,进一步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影响。

表4 横截面工具变量回归与排他性检验

工业产值 留学生数量 工业产值

二阶段 一阶段 约简形式 留学生=0 到通商口岸距离(>Q3)

(1) (2) (3) (4) (5)

留学生数量(工作地) 0.671***

(0.253)

①
②
1932年前回国的留学生共1855人,其中有959人回到省级籍贯地工作,399人回到府级籍贯地工作。
见1901年《广派游学谕》。政府特别制定了针对归国学生的考试,以便为留学生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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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产值 留学生数量 工业产值

二阶段 一阶段 约简形式 留学生=0 到通商口岸距离(>Q3)

(1) (2) (3) (4) (5)

生员学额 0.004** 0.003*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4)

观测值 183 183 183 79 43

调整后的R2 0.735 0.696 0.740 0.430 0.547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F 值 4.33

  注: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使用工具变量后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第(3)列为约简形式(reduced

form)回归。第(4)列和第(5)列分别将样本限制为没有留学生的府或在距离通商口岸较远(前25分位数)的府进行约

简形式回归。

为了论证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我们对生员学额作为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进行间

接检验,考察生员学额在一阶段回归失效(即科举储备人才很难转化为留学生)的地区是

否会对工业发展产生影响。假如生员学额满足排他性假设,那么在一阶段相关性低的地

方(例如远离口岸、信息闭塞导致留学相对困难的地区),生员学额对工业产值的影响也应

当较弱或消失;假如在这些地区生员学额和工业产值依然高度相关,那么说明生员学额很

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工业发展。在第(4)列和第(5)列中,我们将样本限制为没有留

学生或在距离通商口岸较远(前25分位数)的府进行约简形式回归,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均

不显著,说明生员学额不太可能通过留学生以外的渠道影响工业发展,支持了排他性假设。

(三)面板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科技知识精英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动态影响,我们利用新成立工业企

业和留学生数量的府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府级不随时间变化但无法观测

的特征,进一步增强因果推断可信度。回归模型如下:

Entryipt=βStudentsip(t-1)+γDecadet×Xip +δi+ηt+λpt+􀆠ipt
, (2)

其中,Entryipt 是省份p 府i在t年成立的企业数量的自然对数。考虑到留学生对当地工

业发展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我们使用前一期的留学生数目对当期的企业成立数量做

回归。与企业的存量变化对应,Studentsip(t-1) 是府i留学生在t-1年的存量变化,即

t-1年留学生数量减去t-2年留学生数量。Xip 为横截面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与十年期

虚拟变量Decadet 交乘后进入回归,即控制地区特征在不同年代对因变量产生的不同影

响。δi 代表府级固定效应,ηt 为年份固定效应,λpt 为省份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ipt
为随

机扰动项。
表5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1)列的OLS估计结果显示,科技类留学生增

加1%,新企业的数量相应增加0.099%,说明留学生对工业企业建立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第(2)列和第(3)列中使用生员学额构建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估计。由于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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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额不随时间变化,第(2)列中采用生员学额乘以年份的三次多项式,第(3)列中采用生员

学额乘以年份固定效应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估计系数相比 OLS估计值更大且正

向显著。系数显示,留学生增加1%能使得新建的企业数量增加0.199%至0.358%。一阶

段F 统计量高于50,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出于作用效果的时效性考虑,我们在第(4)
列中将年度面板数据以五年为一期合并后重新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OLS估计,结果与第(1)
列使用年度面板数据的估计没有明显差异。

表5 留学生对工业发展的影响:面板回归

被解释变量:新建工业企业数

OLS 2SLS 五年期

生员学额×
年份的多项式

生员学额×
年份固定效应

(1) (2) (3) (4)

留学生数量(滞后一年) 0.099*** 0.358** 0.199**

(0.031) (0.176) (0.080)

留学生数量(五年期面板) 0.063**

(0.026)

观测值 17200 14640 14640 3440

府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十年期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F 值 56.86

  注:第(1)列使用OLS估计,在第(2)列和第(3)列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估计,工具变量分别为生员学额乘

以年份的三次多项式和生员学额乘以年份的固定效应。在第(4)列中将年度面板数据以五年为一期取平均合并后重新

进行固定效应模型OLS估计。

五、影 响 机 制

(一)留学生专业、来源、职业对工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我们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究留学生促进工业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首先,我们预期留

学生的专业选择可能对工业化产生不同影响:早期工业发展可能更需要理工科专业知识,
农学和医学的留学生影响应该相对较小。我们将留学生按专业分为理工科(2276人)和
农学医学(298人)两大类,分别构建变量后加入回归估计。表6的第(1)列和第(4)列分别

报告了横截面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下不同学科留学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理工科留

学生相比农医科留学生对工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大。
其次,我们考察留学国家的异质性影响。例如,美国在历史上较为重视实业教育,其

高等教育在发展伊始即强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与实践;留美学生有庚款计划等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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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留学生学习经历更稳定,因此我们预期留美生的影响更大。表6第(2)列和第

(5)列也显示,留美学生对工业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大,而留欧学生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最后,我们根据留学生归国后的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我们将留学生归纳为创业者、

管理者、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军事人员以及其他职业7个类型。表6第(3)列显

示,作为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留学生对工业产值的提升最大。第(6)列则显示,身为创

业者的留学生对工业企业进入作用最大。该结果较为符合我们对工业发展的认知,即创

业者促成了新兴企业的草创,对工业发展的广延边际(即企业进入)最为重要;在企业经营

阶段,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对制造过程则更为重要,促进集约边际(即工业产值)的发展。

表6 留学生的专业、来源、职业对工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工业产值 被解释变量:工业企业进入

(1) (2) (3) (4) (5) (6)

留学生数量(农医) 0.292** 0.065

(0.133) (0.069)

留学生数量(理工) 0.327*** 0.098***

(0.089) (0.029)

留学生数量(美国) 0.460*** 0.094**

(0.138) (0.041)

留学生数量(日本) 0.177 0.097**

(0.162) (0.038)

留学生数量(欧洲) 0.188 0.050

(0.170) (0.042)

留学生数量(创业者) 0.143 0.221***

(0.193) (0.065)

留学生数量(管理者) 0.027 0.030

(0.158) (0.041)

留学生数量(技术人员) 0.395** 0.097*

(0.159) (0.050)

留学生数量(知识分子) 0.294** 0.031

(0.128) (0.030)

留学生数量(政府官员) 0.068 0.078***

(0.113) (0.029)

留学生数量(军事人员) -0.006 0.025

(0.148) (0.052)

留学生数量(其他职业) 0.004 0.081

(0.223) (0.100)

观测值 215 215 215 17200 17200 17200

调整后的R2 0.785 0.783 0.799 0.628 0.631 0.6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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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工业产值 被解释变量:工业企业进入

(1) (2) (3) (4) (5) (6)

控制变量×十年期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府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1933年的工业产值,第(4)—(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每年每地的工业企业数。留

学生数量为截至1932年本地的各类留学生数。

(二)留学生对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影响

许多留学生归国后或投身教育事业,或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知名科学家。这种外溢效

应对近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播均有可能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工业发

展。利用民国时期的学校和科学团体数量的面板数据①,我们检验留学生是否促进了人力

资本积累和知识传播。表7的第(1)列至第(4)列报告了留学生对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

的影响结果。第(1)列的结果显示,留学生数量增加1%会使得大学数量增加0.119%,这
一效果在限制样本为1893年后(第一所专科学校成立时间)仍然存在。但是,留学生对中

等和初等教育均没有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源于不少大学由私人设立,且留学生大多在大

学任教②。第(5)列使用科学团体数量作为因变量,估计结果较小且不显著。

表7 留学生对学校、科学团体和专利申请的影响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

(1893年后)
中等学校 初等学校 科学团体 专利

(1) (2) (3) (4) (5) (6)

留学生数量(滞后一年) 0.119*** 0.0951** 0.0494 0.0907 0.012 0.116***

(0.0197) (0.0380) (0.117) (0.0975) (0.009) (0.018)

观测值 1110 585 192 162 1110 1095

调整后的R2 0.956 0.960 0.926 0.961 0.319 0.941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回归为省级面板回归,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第(1)列被解释变量为当地高等学校数量,第(2)列被解释变量为

1893年后的高等学校数量。第(3)列和第(4)列被解释变量为当地中等和初等学校数量。第(5)列被解释变量为当地

科学团体数量。第(6)列被解释变量为专利数量。

①

②

大学数据来自《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1934),使用1931年前成立的大学数

量;科学团体数据来自何志平等(1990)。
舒新城(1927)统计了1909—1922年清华留美毕业生的职业,其中28%在高等学校任职,是在中等学校的6.3

倍。在整个留美学生群体中比例也大致相同,见 Wang(1966,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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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为了探索留学生是否通过促进本国

工业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我们利用1913—1930年民国专利发明省

级面板数据(吴涧东,1946),研究留学生数量对专利和褒奖数量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
民国时期的专利注册制度并不完善,专利“依照奖励工业各种章程条例之施行”“力求宽

大”,也包含“仿造外货之褒奖”,且褒奖的数目更多①,类似当下语境中的技术扩散。在表7
第(6)列中,估计系数为0.116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留学生数量较多的地区确

实存在更多的工业技术专利。表7的结果表明,归国科技类留学生显著促进了高级人力

资本的积累和吸收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并可能因此促进工业发展。

六、政 策 含 义

高质量人才对于国家吸收先进技术、建立产业竞争优势都十分关键。通过开创性地

构建近代归国科技类留学生的履历数据集,并与近代工业数据相结合,本文实证评估了近

代归国留学生对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影响,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这
一重要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本文发现知识精英这一高级人力资本在近代中

国的工业化中起推动作用,这与已有文献中基础教育对后发国家(如19世纪的普鲁士)习
得工业技术更为重要的结论有所不同。但考虑到工业化、现代知识和科学教育对近代中

国均为舶来品,留学生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直接传递对处于教育与经济双重转型的近

代中国而言,有可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发现也表明,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知识储备则是实现科技创新、提升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支撑。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直接技术引进面临诸多壁垒的当下,对知识技术人

才的培养、引进和运用可能是我国解决“卡脖子”困境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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